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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湖泊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变化

滕佳昆１，∗，陈继龙２，杨　 慧１，王　 冉１，夏少霞２，３，段后浪２，３，于秀波２，３，朱玉扣１

１ 中国矿业大学，资源与地球科学学院，徐州　 ２２１１１６

２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生态系统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３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长江中下游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水鸟重要的越冬地，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区域。 近年来，气候变

化和人类活动改变了长江中下游湖泊湿地的水文情况和自然生境，湿地变化对水鸟产生的影响尚未得到有效评估。 了解湿地

水鸟的分布动态，分析模拟湿地水鸟栖息地的分布变化至关重要。 基于长江中下游植食性水鸟公民科学数据，结合 ＭａｘＥｎｔ 模
型，模拟了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长江中下游 ２５ 个湖泊植食性水鸟栖息地的适宜性及变化趋势，并探究湖泊洪泛区面积对植食性水鸟

栖息地适宜性的影响。 研究评估的长江中下游湖泊中，鄱阳湖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栖息地适宜性呈现下降趋势，长湖和武湖呈上升

趋势，其他湖泊并无显著上升或下降的趋势。 湖泊洪泛区面积与湖泊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可作为水鸟

栖息地适宜性的预测指标，研究可为湿地水鸟栖息地预测及湿地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方法和结果参考。
关键词：水鸟栖息地；长江中下游；植食性水鸟；洪泛区；最大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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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为水生动植物提供了生存和繁衍的空间［１］。
过去的几十年里，在水资源开发、水污染和土地复垦等巨大压力下，湿地面积急剧萎缩，生物多样性严重下

降［２］。 水鸟是湿地保护的旗舰物种和表征生态系统变化的生物指标［３］，湿地的丧失和退化对水鸟产生了负

面影响［４］。 因此了解湿地水鸟的分布动态，并评估湿地变化如何影响水鸟栖息地分布和适宜性变化至关

重要。
水鸟时空分布差异受到自身物种特征和环境要素的影响，不同物种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同的生态

位［５］。 环境要素中，湿地的水文特征（如面积、水深、淹没时长） ［６］、食物资源［７］以及人为干扰［８］被认为是影响

水鸟在越冬地分布和丰度的重要因素。 植食性水鸟以湿地植被为主要食物资源，同时，湿地植被的生物量和

分布与水文情况密切相关［９］。 长江中下游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迁徙水鸟的重要越冬地湿地，为
数百万只水鸟提供了越冬地［１０］。 长江中下游湿地夏季水位高，秋冬水位下降，水位差异形成的植被洲滩为植

食性水鸟提供了食物来源；因此也有研究认为，湿地洪泛区面积是预测湿地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适宜性的重要

指标［１１］。
栖息地模型是开展物种分布及其栖息地预测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进行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的前提和基

础。 对湿地水鸟栖息地适宜性的模拟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所涉及的方法也很多［１２］。 物种分布模型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ＳＤＭ）和栖息地适宜性指数模型（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ＨＳＩ）等均被广泛使

用［１３—１４］。 其中，物种分布模型是基于统计或理论上得出的将物种实地观测与环境预测变量相关联的经验模

型［１５］，常用的模型包括随机森林模型（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和最大熵模型（ＭａｘＥｎｔ）等。 与其他常用的模型相比

（如广义线性模型、随机森林等），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仅需要物种出现位置数据对物种分布进行建模，并有良好的预

测效果。 同时具有操作简单、对样本量要求较低的特点，已被广泛应用于预测物种的潜在地理分布［１６］。 对于

大范围的区域来说，系统的生物调查数据往往很少或覆盖面有限，相关研究存在一定困难［１７］。 公民科学数据

可以提供长时间、大范围的水鸟种类、位置、时间等信息，有效填补了这一空白［１８］。
本文为探究长江中下游湖泊近十年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变化：基于筛选后的植食性水鸟公民科学数

据，结合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模拟了长江中下游 ２５ 个湖泊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面积变化及空间分布变

化特征；同时计算湖泊洪泛区面积并分析其与植食性水鸟栖息地之间的关系。 研究探究湖泊植食性水鸟栖息

地变化特征分析，对理解湿地生态系统变化特征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重要贡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

　 　 长江中下游湖泊湿地位于中国东部，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图 １），是东亚⁃澳大利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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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路线水鸟的重要越冬地［１９］。 该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年均气温在 １４—１８℃之间，年平均降

水量约 １３００ｍｍ［２０］。 长江中下游湖泊湿地是一个复杂的江湖生态系统，该区域的大多数湖泊都是中小型湖

泊，平均水深（２．７４±１．２９）ｍ［２１］。 长江及其支流与湖泊在水文上相互作用［１０］，丰水期的水位上涨为湖泊带来

丰富的有机物，枯水期水位衰退为水鸟提供了广阔的觅食低地［１６］。 调查表明，有超过 ９００ 万只水鸟在长江中

下游湖泊湿地越冬［１０］，其中，雁鸭类水鸟为优势种群［２２］。 长江中下游湖泊湿地中，有大约 ２４ 个湖泊至少含

有一种超过迁飞路线种群总数 １％的水鸟物种，其中鄱阳湖、洞庭湖和升金湖是对于保护性物种极其重要的

湖泊［１０］。 本研究根据水鸟公民科学数据分布情况和实地调查经验，选择了长江中下游 ２５ 个湖泊作为研究

区。 然而，受水鸟记录数据数量限制，研究范围并未包括洞庭湖。

图 １　 研究区范围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２　 水鸟调查记录

长江中下游湖泊湿地水鸟记录来源于 ｅＢｉｒｄ（ｈｔｔｐｓ： ／ ／ ｅｂｉｒｄ．ｏｒｇ ／ ｈｏｍｅ）、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ＧＢＩ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ｂｉ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 ）和鸟类报告（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ｉｒｄｒｅｐｏｒｔ．ｃｎ ／ ）。 下载的数据包括物种名称、经度、纬度、
地名和调查日期。 这些数据记录通常由观鸟爱好者上传，并由专业的检查人员筛选过滤，因此不常见物种识

别错误。 将获取的水鸟公民科学数据通过按位置筛选出在研究区范围内的数据，并将去除相同位置数据。 为

了解决空间和时间偏差，使用高分辨率遥感地图手动验证与实际地名明显偏离的坐标。 选择其中以植物性食

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物种。 清理后的数据集包含 １７ 个物种的 ２２５４７ 条记录（表 １），包括：１１ 种鸭类（主要以

水生植物叶、芽、种子、农作物幼苗、谷物等植物性食物为食）；６ 种雁类（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食）。
１．３　 环境数据

研究选取了 １２ 个指标作为模型模拟时的环境变量。 植被指数可以作为反应植食性水鸟栖息地分布的重

要指标［２３］，本文研究对象为以植被为主要食物来源的雁鸭类水鸟，因此选取了 ＭＯＤ１３Ｑ１ Ｖ６．１ 植被指数产品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５０６７ ／ ＭＯＤＩＳ ／ ＭＯＤ１３Ｑ１．０６１）。 该产品提供全球 １６ 天 ／景，２５０ｍ 分辨率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研究以年为时间单位，分别计算了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每年最大 ＮＤＶＩ，最小 ＮＤＶＩ 和平均 ＮＤＶＩ。 温度和

降雨也是影响水鸟分布的重要环境要素［２４—２６］，研究使用逐日 １ｋｍ 分辨率的地表温度 ＭＯＤ１１Ａ１．０６１ 陆地表

面温度产品（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５０６７ ／ ＭＯＤＩＳ ／ ＭＯＤ１１Ａ１．０６１），并计算每年最大地表温度、最小地表温度和平

均地表温度。 降雨则使用空间分辨率为 ０．０５°的 ＣＨＩＲＰＳ 全球降雨数据集［２７］，并同样以年为时间单位，计算

了年最大降雨量，最小降雨量和平均降雨量。 研究同样考虑了地形要素对水鸟分布的影响［２８］，使用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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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ＯＳ 卫星生成 ３０ｍ 分辨率的数字地表模型产品［２９］，并基于此产品计算了坡度和坡向数据。 由于一定时间

范围内地形相关要素变化较小，因此研究时间范围内视为不变。

表 １　 雁鸭类功能组 ２３ 种水鸟物种数据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３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ｅｓｅ ａｎｄ ｄｕｃｋ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中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ｍｅ

英文名称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ａｍｅ

拉丁文名称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ｍｅ

分布数据记录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ａｔａ

１ 青头潜鸭 Ｂａｅｒ′ｓ ｐｏｃｈａｒｄ Ａｙｔｈｙａ ｂａｅｒｉ ２７

２ 红头潜鸭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ｏｃｈａｒｄ Ａｙｔｈｙａ ｆｅｒｉｎａ ６７

３ 赤颈鸭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ｗｉｇｅｏｎ Ｍａｒｅｃａ 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４６

４ 罗纹鸭 Ｆａｌｃａｔｅｄ ｄｕｃｋ Ｍａｒｅｃａ ｆａｌｃａｔａ ４９

５ 赤膀鸭 Ｇａｄｗａｌｌ Ｍａｒｅｃａ ｓｔｒｅｐｅｒａ ４８

６ 白眉鸭 Ｇａｒｇａｎｅｙ Ｓｐａｔｕｌａ ｑｕｅｒｑｕｅｄｕｌａ １９

７ 绿头鸭 Ｍａｌｌａｒｄ Ａｎａｓ ｐｌａｔｙｒｈｙｎｃｈｏｓ ２５９

８ 针尾鸭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ｉｎｔａｉｌ Ａｎａｓ ａｃｕｔａ ５８

９ 赤麻鸭 Ｒｕｄｄｙ ｓｈｅｌｄｕｃｋ Ｔａｄｏｒｎａ ｆｅｒｒｕｇｉｎｅａ ６２

１０ 斑嘴鸭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ｐｏｔ⁃ｂｉｌｌｅｄ ｄｕｃｋ Ａｎａｓ ｚｏｎｏｒｈｙｎｃｈａ ７００

１１ 绿翅鸭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ｔｅａｌ Ａｎａｓ ｃｒｅｃｃａ １８８

１２ 白额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ｗｈｉｔｅ⁃ｆｒｏｎｔｅｄ ｇｏｏｓｅ Ａｎｓｅｒ ａｌｂｉｆｒｏｎｓ １８８

１３ 豆雁 Ｂｅａｎ ｇｏｏｓｅ Ａｎｓｅｒ ｆａｂａｌｉｓ １３２

１４ 短嘴豆雁 Ｔｕｎｄｒａ ｂｅａｎ ｇｏｏｓｅ Ａｎｓｅｒ ｓｅｒｒｉｒｏｓｔｒｉｓ ４９

１５ 鸿雁 Ｓｗａｎ ｇｏｏｓｅ Ａｎｓｅｒ ｃｙｇｎｏｉｄ １８６

１６ 灰雁 Ｇｒｅｙｌａｇ ｇｏｏｓｅ Ａｎｓｅｒ ａｎｓｅｒ １４３

１７ 小白额雁 Ｌｅｓｓｅｒ ｗｈｉｔｅ⁃ｆｒｏｎｔｅｄ ｇｏｏｓｅ Ａｎｓｅｒ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ｕｓ ３３

１．４　 最大熵模型（ＭａｘＥｎｔ）模拟

ＭａｘＥｎｔ 是依据最大熵理论，根据物种分布位置和环境变量运算得物种的潜在地理分布［３０］。 将所有环境

护具重采样为 １ｋｍ，并将环境数据范围裁剪一致。 将长江中下游雁鸭类水鸟的分布位置数据和环境数据分别

导入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ｖ３．１．１）构建越冬水鸟分布模型，随机选取 ８０％的水鸟分布数据用作模型训练数据，余下

２０％的分布数据作为模型测试数据，模型重复运行 ５ 次，其余参数设为默认值，选择重复模拟的平均值作为最

终模拟结果。 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的面积 ＡＵＣ（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值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 ＡＵＣ
值不受阈值影响，评估结果相对客观。 模型预测的准确性与 ＡＵＣ 值成正比，范围从 ０ 到 １，一般认为 ＡＵＣ 值＞
０．７ 表示模型性能良好［３１—３２］。
１．５　 计算湖泊洪泛湿地面积占比

Ｌｉｕ 等提供了的基于 ＭＯＤＩＳ 数据反演的 ＧＬＯＢＭＡＰ ＳＷＦ（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ｖ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ａｔａｓｅｔ）产品［３３］，该产品提供了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全球 ５００ｍ 地表水覆被频率数据集。 研究将湖泊洪泛区定义为

每个湖泊地表水覆盖频率范围在 ２０％—７０％区域［３４］。 通过空间分析，提取计算了长江中下游湖泊群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之间，每年每个湖泊的洪泛区占全湖面积的比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模型预测结果评估

根据模拟结果，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长江中下游湖泊群植食性水鸟栖息地模型评估效果见表 ２。 结果显示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训练集的 ＡＵＣ 值范围是 ０．８２—０．９７，训练集平均 ＡＵＣ 值为 ０．８７；测试集的 ＡＵＣ 值范围是

０．５５—０．８５，平均 ＡＵＣ 值为 ０．６９。 其中，２０１４、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测试集 ＡＵＣ 值小于 ０．７，其他年份，训练集 ＡＵＣ 值

均大于 ０．８，测试集 ＡＵＣ 值均大于 ０．７，表明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在大部分年份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长江中下游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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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植食性水鸟生境适宜性时空分布。

表 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训练数据和检验数据的 ＡＵＣ 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Ｕ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２１

年份
Ｙｅａｒ

训练集 ＡＵＣ
Ｔｅｓｔ ｓｅｔ ＡＵＣ

测试集 ＡＵＣ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ｅｔ ＡＵＣ

年份
Ｙｅａｒ

训练集 ＡＵＣ
Ｔｅｓｔ ｓｅｔ ＡＵＣ

测试集 ＡＵＣ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ｅｔ ＡＵＣ

２０１２ ０．９０ ０．７３ ２０１７ ０．８４ ０．７０

２０１３ ０．９７ ０．７０ ２０１８ ０．８８ ０．７３

２０１４ ０．８５ ０．５５ ２０１９ ０．８４ ０．７６

２０１５ ０．８９ ０．８５ ２０２０ ０．８２ ０．６０

２０１６ ０．９０ ０．７２ ２０２１ ０．８５ ０．６４

　 　 ＡＵＣ：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的面积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

图 ２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大于 ０．５ 面积

　 Ｆｉｇ．２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ｏｕｓ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０．５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２１

２．２　 长江中下游典型湖泊适宜栖息地分布变化

研究范围内 ２５ 个湖泊总面积为 ６８１５ｋｍ２，研究统

计了研究范围内植食性水鸟适宜性大于 ０．５ 的面积。
从统计结果来看，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大于 ０．５ 的面积最

小值为 ２０１３ 年（１５８０ｋｍ２），最大值为 ２０１４ 年，但 ２０１４
年模型拟合精度较差，其次为 ２０１２ 年（４０１８ｋｍ２）；面积

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虽呈下降趋势，但并未通过检验（Ｐ＞０．
０５）。 图 ３ 为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长江中下游典型湖泊植食

性水鸟适宜栖息地空间分布变化特征，从分布上可以看

出，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呈现从湖周围向湖心递减

的趋势。 其中，鄱阳湖适宜性的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以

碟形湖为主的洪泛湿地。
２．３　 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变化特征及其与洪泛湿地面积关系

图 ４ 为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长江中下游不同湖泊群植食性水鸟年平均适宜性，其中，固城湖、滆湖、枫沙湖、武
昌湖、升金湖、大官湖、龙感湖、泊湖、黄湖、陈瑶湖、破罡湖、白荡湖、网湖、涨渡湖、斧头湖、洪湖、西凉湖、东湖

和石臼湖呈离散分布，无显著变化趋势；沉湖（Ｐ＝ ０．０８）、保安湖（Ｐ＝ ０．１０）和梁子湖（Ｐ ＝ ０．０５）有上升趋势，但
未通过相关性检验；武湖和长湖呈现显著上升趋势（Ｐ＜０．０５），鄱阳湖呈显著下降趋势（Ｐ＜０．０５）。 研究同时分

析了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洪泛湿地占全湖面积比例与长江中下游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适宜性的相关关系（图 ５），结
果表明，两者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０１）。

３　 讨论

经数据库后台专业人员矫正的水鸟公民科学数据可以提供有效的水鸟分布信息［３５］。 本研究基于清洗和

筛选后的水鸟公民科学数据模拟了长江中下游近 １０ 年水鸟栖息地的分布及变化，并通过训练集和测试集的

ＡＵＣ 值［３６］，评估模型模拟的准确性。 模型模拟的训练集的 ＡＵＣ 值全部大于 ０．８，测试集 ＡＵＣ 值中除 ２０１４ 年

和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２１ 年小于 ０．７，其余年份均大于 ０．７。 部分年份模拟准确度不高，主要原因是可供模型模拟的

数据较少。 因此该年份对于长江中下游湖泊植食性水鸟栖息地的空间分异特征模拟不足，对时间变化特征分

析仅提供参考。
分析长江中下游 ２５ 个湖泊面积近十年变趋势，其结果显示鄱阳湖呈现显著下降趋势，长湖、武湖和梁子

湖呈上升趋势。 Ｔｅｎｇ 等通过长时间序列遥感数据分析得到鄱阳湖在 ２００３ 年以后白额雁和豆雁的越冬季水

鸟到达时间栖息地面积在持续减小，并推测原因主要原因是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水面面积减小导致的［２３］。
近年来，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如上游水库运行）导致了长江中下游河流流量减小［３７］，长江连通的湖泊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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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长江中下游湖泊植食性水鸟适宜栖息地时空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ｆｏｒ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ｏｕｓ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ｓ ｉｎ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系统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影响。 有研究发现三峡运行导致了长江中下游洪泛湿地不同植被类型面积发生明

显变化［３８］，这种变化也会影响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雁鸭类水鸟栖息地的适宜性。
相比于与长江连通的鄱阳湖，阻隔湖泊相对更稳定［３４， ３９］。 结果显示长江中下游其他的湖泊没有显著变

化趋势，长湖、武湖和梁子湖近十年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呈上升趋势，可能是水文与长江阻隔原因。 因

此，在气候变化对湖泊湿地生态系统影响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可通过适当的水文调控可减缓其负面影响。 但

是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中除鄱阳湖为连通湖泊，其他 ２４ 个湖泊均与长江隔离，其中 ２１ 个湖泊并未呈现显著上

升或下降趋势。 同时，由于水鸟公民科学数据量的限制，研究的时间尺度仅为近 １０ 年的演变趋势，因此导致

这种现象的成因复杂，水文连通性可能只是原因之一。
基于经典的物种⁃面积关系［４０］，湖泊总面积往往被认为是影响水鸟丰度和水鸟多样性的关键指标。 在洪

泛湿地中，水位波动导致湖泊面积季节性涨落。 雁鸭类水鸟多以草本植物为食，主要分布在水位下降后湖泊

的浅水区和洲滩之上［４１］。 因此，有学者提出，最大水面淹没面积与最小水面淹没面积之差也可以作为预测水

鸟的丰度和多样性的指标［１１］。 研究基于 ＭＯＤＩＳ 反演的地表水覆被频率数据集，计算了地表水覆盖频率范围

在 ２０％—７０％区域作为湖泊洪泛区。 并拟合了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湖泊洪泛区面积与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适宜性的

关系，结果表明，两者显著相关（Ｐ＜０．００１），有效验证了此假设。

８３２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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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洪泛湿地占全湖面积比例与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ａｋ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ｏｕｓ ｗａｔｅｒｂｉｒｄ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由于水鸟公民科学数据缺乏长期性和系统性［１８］，
尽管通过多个途径获取这些数据，但是经过数据清洗和

筛选后，符合模型模拟要求的数据十分有限。 洞庭湖作

为长江中下游重要的水鸟越冬地［４２］，但是在本研究中

该区域可供模拟数据年均不超过 ２ 个，导致该区域模拟

精度较差，因此并未对洞庭湖的植食性水鸟栖息地分布

情况进行分析。 针对整个长江流域的水鸟栖息地变化

模拟和分析需要整合更多水鸟调查资源完成，为长时

间、大尺度水鸟保护研究做出科学有效的评估和分析。

４　 结论

本文基于公民科学数据使用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模拟了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长江中下游典型湖泊植食性水鸟栖息地

适宜性变化，并分析其与湖泊洪泛区面积的关系。 研究

发现，在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鄱阳湖植食性水鸟栖息地显著

下降，长湖和武湖显著上升，其他湖泊无明显变化，这可

能与湖泊与长江的连通情况有关。 长江中下游湖泊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大于 ０．５ 的面积最小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５８０ｋｍ２），除去拟合精度较差的 ２０１４ 年，面积最大年份为 ２０１２ 年（４０１８ｋｍ２）。 长江中下游典型湖泊植食性

水鸟栖息地与湖泊洪泛区面积变化显著相关，说明洪泛区面积可以作为表征湖泊植食性水鸟栖息地适宜性的

有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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